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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视域中的市民社会与商业文明 

项松林 

(安徽建筑工业学院法政学院，安徽合肥，230022) 

摘要：市民社会从其与政治社会的浑然一体中挣脱与独立出来，离不开工商业与市场的兴起与发展；社会经济生 

活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现代转型中， 也需要市民社会的发育与成形。 对于这两者互为表里的相互关系， 

休谟、斯密、弗格森、詹姆斯∙斯图亚特等苏格兰启蒙学者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从政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 

私利与公益、财富与德性等层面作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思考与思想启蒙，深刻阐发了以商业与市场为载体与空间的 

市民社会之独立性与自组织性，并从物质上、政治上、精神上积极讴歌了商业文明。而这些论述，对正在进行社 

会变革中的我国，有着重要的表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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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下的学术话语中，有关市民社会的研讨往往 

是从市民社会与国家相界分的视角论及政府权力的边 

界与公民权利的保障。诚然，这是一极为重要且富有 

理论活力的维度。然而， 我们又不能视其为唯一视角， 

尤其是不能忽视市民社会的经济之维的基础性地位。 

在这方面，斯密、休谟、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 

在政治经济学视野下有过很多卓越的论述。重温这些 

论述，对积极发展市场经济，着力培育市民社会，推 

进社会的转型的当下中国也是一次重要的思想再启 

蒙。 

一 

在 《国富论》 中， 斯密明确将政治经济学界定为“被 

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并 

指出其核心目标是“富国裕民”。 [1](1) 其个中主要缘由， 

正如日本学者永井义雄所指出的，民众的启蒙已非时 

代的课题，因为民众已经比为政者更了解自身的利害 

关系，实际上可以说启蒙一词的适用对象就是立法和 

经济政策的制定者，因为他们的政策业已落后于时 

代。 [2](45) 具体地说，对“政治家”或“立法家”进行思想 

启蒙，一方面要向他们灌输工商业与市场根植于自由 

的财富理念，破除干涉主义的迷信；另一方面要向他 

们申辩在自由的经济体制下，市民社会乃至整个社会 

完全可以做到自我独立与自我组织，破除自由与秩序 

水火不容的成见。而这两个方面归根结底是要理顺政 

府与市场、自由与秩序的相互关系。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或者说在政府权力的边界与 

职能问题上，苏格兰启蒙学者旗帜鲜明，坚决反对政 

府对市场进行人为地干预与管制。从他们对重商主义 

乃至重农主义的批判中，我们能清晰地窥视到这样几 

点理由： 

首先，理性不及。斯密说得很透彻，政府没有担 

当“监督私人产业”、“指导私人产业”的能力，“要履行 

这种义务，君主们极易陷于错误；要行之得当，恐不 

是人间智慧或知识所能作到的”。 [2](252) 弗格森曾以人 

口的增长为例，对热衷于干预主义者进行了很尖锐的 

挖苦，“在人类生活更富足的地方，政治家自以为是他 

通过奖赏婚姻，诱惑外国人前来居住，并把本国人困 

在本土，使人口得到了增长。殊不知他就像寓言故事 

里的苍蝇， 为能转动轮子， 推动马车而沾沾自喜”。 [3](157) 

因为，在斯密、弗格森等人看来，干涉主义实质上一 

种理性的狂热，是哈耶克所言及的理性建构主义。 

其次，每个人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 

苏格兰启蒙学者基本上都认同斯密这一看法， “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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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来首先和主要关心自己；而且，因为他比任何其他 

人都更适合关心自己”。 [4](101−102) 基于这一洞见，斯密 

在批判国家的限制或奖励政策时反复强调， “关于可以 

把资本用在什么种类的国内产业上面，其生产物能有 

最大价值这一问题，每一个人处在他当地的地位，显 

然能判断得比政治家或立法家好得多。如果政治家企 

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 

恼地去注意最不需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 

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 

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 

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 

了”。 [1](27) 弗格森也是这一理念的坚定信奉者，“重视 

自由的民族会自觉地寻求一种环境，这一环境使他们 

得以按自然习性行事，且效果较之国家事务委员会所 

规划的环境更显著”，“私利较之国家的精心安排更能 

保护商业和繁荣”。 [3](159−160) 这种立场，在约翰∙密尔的 

《论自由》中得到了更加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从这种 

信念出发对政府的权力边界进行了严格界定，反对政 

府干涉：“第一种是，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 

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种是，“有许多事情，虽 

然由一些个人来办一般看来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得那 

样好。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 

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 

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 

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 

练的知识”。“第三种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说， 

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 会有很大的祸患”。 [5](130−131) 

最后，对统治者之警惕与不信任也是苏格兰启蒙 

学者反对政府对市场进行干涉的重要原因。休谟认 

为，在政治领域中，必须把每一个政治家设想为“无 

赖”。斯密尽管经常夸赞祖国的自由的政治制度，但对 

英国政府的评价也很低，“英格兰从来没有过很节俭 

的政府，……他们自己始终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浪费 

的阶级”。 [6](318) “象英格兰这样的政府，不论其优点如 

何，从未曾以善于理财著名。它的行动，在平时一般 

总是流入君主国自然难免的来自怠懒和疏忽的浪费， 

在战时又常常流于一切民主国易犯的无打算的浪费。 

把这种事业让它来经营管理，它是否胜任愉快，至少 

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1](377) 

实际上，要从根本上破除形形色色的干涉主义流 

毒，还需从正面揭示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 

尤其是要有力地揭示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充分 

佐证自由与秩序之间的正相关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 

里，这一群体主要诉求于分工、交换、价格、自由竞 

争、无意识之后果，诚然，最形象、最有说服力的还 

是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弗格森对市场秩序之自生自发极为强调，尽管他 

没有撰写专门的经济学著作，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 

名单里也鲜有提及；但是，他通过商业社会中的分工 

深刻揭示了社会秩序是“无意识之后果”： “每一种艺术 

都要求人们全神贯注，……渐渐地，艺术国家的成员 

除了本行以外，对人类事务一无所知。并且他们无须 

关注国家利益就能为保存和扩大各自的国家作出贡 

献。”弗格森还进一步指出，与商业活动相类似，在军 

事与政治领域也是这样无意识地协同发展的。他这样 

写道， “分工在制造下层分支中所取得的成就似乎可以 

和决策及战略的高级部门类似的做法所取得的成效相 

媲美。除了服兵役外，士兵没有其它任何顾虑。政治 

家分担了文职政府中的事务。任何部门中的公仆尽管 

对处理国家事务并不熟练，但他们只要能遵守已建立 

在他人经验之上的形式，就能获得成功。他们就像是 

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 不约而同的为一个目的而运作。 

虽然和生意人一样对总体一无所知，但他们却和他一 

道，一起为国家提供资源、管理方式和力量”。 [3](200) 

众所周知，斯密是试图以经济的逻辑、以“看不见 

的手”的理论来解决下述政治或者立法难题： 社会秩序 

如何可能？公益如何可能？社会调节与运行机制为 

何？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主要是基于人之利己 

心与同情心说明了私利之间的情感调节。在《国富论》 

中，斯密指出，在经济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基于改 

善自己的境况的愿望或者说动机与他人进行经济往来 

的。因而，在经济交往中，“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 

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 

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 

是交易的通义”。 [6](13−14) 这样的交换法则，在斯密看 

来，“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 [7](13) 是完全 

正当的，不仅不悖于公序良俗，而且有助于社会的公 

益，尽管是不自觉的。斯密论证道，“在可自由而安全 

地向前努力时，各个人改善自己境遇的自然努力，是 

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以致没有任何帮助，亦能单独 

地使社会富裕繁荣，而且还能克服无数的顽强障 

碍”。 [1](112) “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 

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 

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 

自然会或者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 

用途”。 [1](25)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张市场之自我调节机制，并 

不意味着他们在倡导放任主义。苏格兰启蒙学者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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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放任主义者，他们不仅赋予政府在国防、司法等 

职能外，而且都强调无论是市场之自我调节机制还是 

个人之改善自我境况的努力，都需要一定的制度保 

障，尤其是严正的司法制度。在斯密的著作中，这样 

的限定条件说的很明确， “无数个人在那里普遍地不断 

地努力改进自己的境况，节省哪、慎重哪，他们不动 

声色地、一步一步地把资本累积起来。正是这种努 

力，受着法律保障，能在最有利情况下自由发展，使 

英格兰几乎在过去一切时代，都能日趋富裕，日趋改 

良”。 [6](318) “大不列颠的法律给予每个人以保障，使其 

能够享有自己劳动的成果；仅就这一点本身就足以使 

任何国家繁荣……可以说，这一保障乃是经由光荣革 

命而得到完善的”。 [7](  42−43) 休谟也同样认为，“只要私 

人经商和私有财产得到社会权力机构的较大保障，社 

会本身就会随着私人商业的繁荣发达而相应强盛起 

来”。 [8](5) 故而可以认为，在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 

题上他们所心仪的是一种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与监督的 
“有限政府”，弗格森这一句话表露了这一群体的共同 

心声，“如果需要保护，就一定得保护；如果出现犯罪 

或招摇撞骗，就一定得予以制止；政府所能做到的就 

是这些”。 [3](160) 

二 

苏格兰启蒙学者不仅在政治经济学的框架下深刻 

阐发了以商业与市场为载体或空间的市民社会是可能 

与可行的，还从物质上、政治上、精神上积极讴歌商 

业文明，展现了市民社会美好的政治经济愿景。 
(一) 生活的“奢侈” 
“技艺和专业分工后，财富的源泉大开”， [4](200) 养 

家糊口的生存经济时代开始远去，追求精致而舒适的 
“奢侈”生活日益成为市民社会之新风景。因而，对精 

致而舒适的“奢侈”生活进行辩护，是启蒙学者的重大 

使命，也关涉着服务于商业文明的政治经济学的话语 

力量，“政治经济学的先决条件是对于奢侈的道德分 

析，是对于不能再从生存需要来考虑人的期待的确 

认”。 [9](739) 

首先需要辨析一下，18世纪的启蒙学者所言及的 

奢侈的真实含义。正如后来弗格森所总结的，“尽管我 

们各抒已见，但是我们在用该术语(指奢侈—引者)来 

指人类为了过上舒适、便利的生活而设计的复杂器具 

方面大体是一致的”。 [4](259) 也就说，在当时的语境下， 
“奢侈”是一个相对意义的概念，即与人们在前商业社 

会满足于“生活必需品”相对照，是指人们对生活舒适 

品或便利品的追逐，其所指称的社会内容主要就是 
“技艺的日新月异”。比如，休谟于 1752年发表的论文 

《论奢侈》 (of Luxury)到 1760年再刊时， 就改名为“技 

艺的日新月异”。 [10](297) 

对奢侈的辩护方面，曼德维尔是先行者，“《蜜蜂 

的寓言》对奢侈行为的讨论被视为这方面最出色的文 

献之一，其辩护力超过之前的所有文献。有评论者把 

曼德维尔视为第一个从经济理论的立场为奢侈行为进 

行辩护者”。 [11](序) 扼要地说，在《蜜蜂的寓言》中，曼 

德维尔不仅在宽泛的层面将奢侈与自利、骄傲、虚荣 

等一并视为人之行动的主要动机，从而贯穿全书；而 

且专门写就了一条评论(第“L”条)，从细微的语义学角 

度进行诠释与辩护。在曼德维尔看来， 奢侈的相对性、 

不确定性从根本上源于用以界定它的“必需品”“生存 

需要”以及与其相对的“舒适”“便利”等词汇含义“宽 

泛”“模糊”。  [11](84−85) 

在对奢侈的辩护中，休谟最为深刻之处在于以比 

较的视野将商业社会的“奢侈”与古代社会尤其是斯巴 

达的“节俭、“节欲”等经济社会政策进行对比。在休谟 

的论辩中，这样几层意思值得关注：第一，古代的政 

策只考虑统治者的利益或者美其名曰国家的利益，而 
“全然不顾为臣民造福”。 [8](8) 对此， 休谟的评判是， “那 

种导致国富民穷的政策乃是暴政”。 [8](10) 第二，“古代 

的政策过于暴戾，不太合乎天理人情，有违事物发展 

的正常过程”。 [8](8) 对此，休谟的建议是，“如果某一社 

会赖以维系的那一套原则愈是不太顺乎自然规律，立 

法者想要确立完善这套原则时所遇到的困难就愈大。 

在这种情势下，立法者最妥善的做法是：俯顺人心之 

所向，因势利导”。 [8](9) “有必要用其他的爱好来影响人 

们，以利禄在于勤勉、技艺即是享受的精神来激励他 

们”。 [8](12) 第三，休谟断然否认了奢侈必然引起腐败的 

论点，“在生活上讲究享受和舒适，本身并不带有引起 

贪污腐化的必然趋势”。和曼德维尔一样，休谟也认为 

将古罗马的衰败与灭亡“归咎于享受和艺术， 完全是找 

错了原因”。 [8](24) 他甚至认为，技艺最差劲的地方，贪 

污纳贿、腐化堕落之风可能最盛，如当时的波兰；技 

艺越发达，国家越繁荣，如当时的很多欧洲国家，“欧 

洲国家目前的版图和两百年前几乎一样，可是这些国 

家的繁华景象却有天壤之别！这不能不归之于百工的 

技艺日进”。  [8](21) 第四，休谟也否认了奢侈会导致民 

众身心的孱弱与尚武精神的丢失。“我们也毋需担心： 

人们抛弃了凶猛残忍的性格之后，会失去勇敢尚武精 

神，或者不能那么临危不惧勇往直前地保卫祖国、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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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自由。技艺不会产生这种削弱身心的影响，相反， 

作为技艺的不可分离的伴当——勤劳，只会给身心增 

添新的力量”。 [8](22) 

(二) 政治自由与人格独立 

在政治层面上， 为什么“农村居民一向处在与其邻 

人的战争和对其上司的依附状态中。工商业的发达， 

却逐渐使他们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 

由”？ [6](371) 对这一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政治经 

济学的视角做了明确的解答，即从工商业与技艺的进 

步对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人格属性等方 

面的影响来探究。 

正如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极力推崇的，休谟是 

率先“注意此点的作家”。在休谟看来，主要是因为商 

业、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 

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 

治生态。休谟这样详细地写道：“在那些轻视百工技艺 

的未开化国度里，全部劳动都用在耕作方面；整个社 

会划分为两个等级——土地所有者及其奴隶或佃户。 

后者必然寄人篱下……只有讲究享受哺育了商业和工 

业，农民耕种得法，就会富裕和独立起来；与此同时， 

手艺人和商人都挣了一笔财产，赢得了第二流人物的 

势力和声望。这第二流人物正是自由社会最优秀最坚 

定的基础，他们既不肯象农民那样，由于经济上的贫 

困和精神上的自卑，而屈服于奴隶制统治的淫威；也 

不希望象贵族那样，骑在别人头上作威作福；既然如 

此，当然也不打算象贵族那样，拜倒在君主脚下，匍 

匐称臣。他们渴望人人平等的法律，以保障自己的财 

产不受君主以及贵族暴政的侵犯。” [8](25−26) 

沿着休谟的路径，斯密详细分析了商业、制造业 

所催生的中产市民阶级在人格属性上的独特之处。正 

如  Fleischacker 所指出的，“对于斯密而言，‘独立’是 

一个重要的概念。……可以说，对‘独立’的关注是斯 

密研究政治经济问题的动力”。 [12](151) 斯密与之后的马 

克思一样，将人的生存境况与人格特性，即是“依附” 
还是“独立”看做是界分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维 

度，尽管他没有形成马克思晚年在《1857−1858 经济 

学手稿》中那样系统的关于人的发展三阶段的理论： 

人的依赖性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人的全面自由和充分的发展。中世纪的封建地主 

与农民、教会和芸芸众生的关系在斯密笔下是典型的 

依附与奴役关系，而打破这种异己力量正是商业、制 

造业的发展以及由此所催生的独立而能自立的市民阶 

级。对于它们的价值，在《法学演讲》中，斯密在比 

较伦敦和巴黎、格拉斯哥和爱丁堡的治安问题时做了 

著名的论述：“防止犯罪，关键不在于设置警察，而在 

于尽量减少仰食于人的人数。使人陷于堕落的，无过 

于依赖；反之，独立则会提高人的诚实性格。建立商 

业和制造业是防止犯罪的最好政策，因为商业和制造 

业有助于增进人们的自立能力。” [13](173)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中，詹姆士∙斯图亚特 

指出， 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种不同于“家长和儿童”、 
“主人与奴隶”、“封建主和佃户”的新型关系，即“工人 

和老板”的自由雇佣关系， 这同时意味着过去那些关系 

所规约的经济依存方式， 如“为了他的全部生存而依存 

另一个人”、 “为维持其个人生命而依存另一个人”、 “为 

了拥有争取生存资料而依存另一个人”不复存在了， 人 

们转而“依靠出售其自身的劳动力”。与此相对应，政 

府形式从以往的氏族制、奴隶制、封建制过渡到自由 

民主制政府也就势之必然了。 [14] 

(三) 商业精神 

在苏格兰公共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中，商业不仅 

能带来物质技艺的精良、生活的舒适、政治生态的优 

化，而且还能敦风化俗。休谟将商人称为“最为有用的 

人”， [8](45) 而在这种“最为用的人”身上，休谟看到了勤 

勉与节俭及其发散与扩大作用。他这样动情地写道， 
“商业业能促进勤劳，把这种精神带给每个社会成员， 

自然而然地流传开来，使人人不当无用废物与草木同 

腐。商业能发扬节俭，使人人安居乐业，发挥一技之 

长来求利；这种技艺很快就使人精神有所寄托，转移 

奢侈逸乐的癖好。一切勤劳的行业使人节俭，同时也 

使爱利得之心胜过嗜逸乐之念，这一点是置之四海而 

皆正的”。 [8](46) 

在《法学讲义》中，斯密专门谈及了“商业对于人 

民习俗的影响”；在《国富论》中，也多处提及商人的 

好习惯。在斯密看来，商业不仅带来了重诺言、守时 

间、 [13](260) 爱秩序、节省、谨慎等各种习惯； [7](371) 而 

且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具有道德强制的功能：商 

人本来最怕失信用，他总是时刻小心翼翼地按照契约 

履行所承担的义务，他绝对不能从欺骗附近的人而得 

到大好处， 他的奸诈面目一被看出，失败便无可避免。 

坎南还引用坦普尔的话补注曰：“商人依赖诚实公道， 

不下于战争依赖纪律， 缺乏诚实风气， 商业就要完蛋， 

大商家就会沦为小贩。” [13](260) 因而，在商业社会里， 

谋利式的“市民”对自身的利害关系愈加敏感，则必会 

勤勉、节约、诚实、小心谨慎。对此，克罗波西解读 

为， “人对横死的恐惧， 给人对自身境况的渴求取代了； 

这样斯密达成了对霍布斯体系的自由化与商业化”， 
“在商业体制中，竞争是直接取代美德的因素”。 [15](99) 

在《市民社会史论》中，尽管弗格森对“商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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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颇有异议，但在对比古今商人中，他对现代社会中 

商业习性还是给予了肯定。他写道，“蒙昧时代的商人 

目光短浅，招摇撞骗，惟利是图。但是，当他的商业 

艺术取得了进步，达到了高级阶段时，他的视野就开 

阔了，他的信条也就确立了。他变得守时，开明，守 

信，富有进取精神。当大家都堕落腐化时，除了强行 

保护自己的财产外，唯独他拥有各种美德。他除了需 

要国家保护之外，对国家别无他求。而且往往他自己 

就是最聪明、最值得尊敬的国民”。 [3](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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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 of ancient British political economics: focus on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XIANG Song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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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ociated  with  th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commerce  and  market,  civil  society  is  free  and 
independent  from political  society. Meanwhil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society  to  the modern 
commercial  society  also  needs  the  forming  and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As  for  this  mutual  relationship,  the 
Scottish  Enlightenment  scholars  like  Hume,  Smith,  Ferguson,  James  Steaurt,  made  an  effective  thinking  and 
enlightenment by discussing the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 freedom and order, private and public welfare, wealth and 
virtue. They deedly illustrated independence and the self­organizing of civil society, and positively praised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in material, political and spiritual side. All this heralded the good economical vision of civil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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